
第 16 卷 第 4 期
2016 年 7 月

摇 摇 摇 摇 摇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16(4)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收稿日期:2015- 10- 21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华农业文明通史冶 (13JZD036)
作者简介:赵越云,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生, E-mail:zhaoyueyun19880229

@ 126. com;樊志民,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樊志民为本文的通信作者。

揖农史研究铱

农牧关系: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农史考察

———兼论历史早期的“中国冶边界

赵越云,樊志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摇 要:历史时期形成的旱作农业类型是一种以旱作种植业为主、以养畜业为辅的,种养结合且结构

功能较为完整的农业类型;而所谓游牧农业类型是一种以游牧业为主,结构功能并不完整的农业类

型。 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伴随作为游牧农业因素的家养牛羊在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和渭河—

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先后出现,非典型游牧农业类型开始在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形成并逐步发展;

至晚商时期开始,家马的出现与用于骑乘,使得上述非典型游牧农业类型或分化、或转型,在晚商西

周春秋时期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和渭河—黄河中下游流域之间基于农业类型的差异而形成的界限

逐步明晰化,形成了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农牧关系。 农牧关系的形成导致晚商西周王朝的政治格局

产生重大变动,中原王朝与蛮夷戎狄的界限开始萌发并逐渐明晰,彼此之间的冲突融合促成了中华

文明的早期发展;同时,西周王朝关于“中国冶的地理边界得以明确,“中国冶 概念的形成标志着早期

国家突破了“华夏冶血缘族群认同的唯一纽带,地缘政治认同开始形成,广域王权国家在西周王朝时

期获得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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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发展在早期文明进程中的作用与影响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对农业与文明之间相互

关系的探讨也在农业史、文明史、考古学等研究领域得以开展。 本文试图延续已有的学术研究

思路,旨在探讨农牧关系的发展演变如何影响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 旱作农业与游牧农业、农
耕区与游牧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本文所谓农牧关系所要探讨的主要内

容。 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上述各种关系大约萌发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晚商以前,而正

式形成于晚商西周春秋时期,与中华文明获得早期发展的时间基本重合,从而为进一步探讨农

牧关系对文明早期发展的影响提供了可能性。

一、概念再检讨:旱作农业类型、游牧农业类型

农牧关系是农业史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然而对农与牧的具体所指却因研究者的

不同而略有差异,概念边界存在一定的混乱现象。 例如,史念海便认为,在两周时期的八百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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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盘踞于周人西北方的族类“泰半皆从事畜牧生涯,所属的地方自然也就成为畜牧业地区,和
农耕地区迥然各异。 农耕地区和畜牧业地区之间应该是有一条分界线的冶 [1] 。 这里的牧显然是

特指草原上的游牧族群所从事的生产方式;然而,李根蟠在谈到农牧关系时却认为,“春秋战国

时期牛耕的推广和粪肥的广泛使用,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需要指出的是:这正是当时小农经济

发展,所创造出来的农牧结合的新形式冶 [2] 。 这里的牧又显然是指农耕区里依托农耕经济而发

展起来的畜牧业。 因此有必要对相关概念的具体所指进行必要的再检讨。
从广义的农业概念来讲,农业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其一为以植物为对象的种植业;其二为以

动物为主要对象的畜牧业。 进一步分析,根据人为照料动物生长的方式不同,则畜牧业又包含

两大部门:其一为养畜业;其二为游牧业。 其中,养畜业主要对动物进行舍饲,人工喂食植物性

饲料;游牧业则本质上是一种迁移农业,主要对动物进行放养,逐水草而居。 不可否认,养畜业

与游牧业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相通之处,养畜业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也会进行适当放养,而游

牧业在实际操作中也必然需要适当舍饲。 但就主要的人为照料方式而言两者之间差异显著。
此外,根据植物生长习性的差异,种植业同样可以分为两大部门:其一为在旱地进行种植的旱作

种植业;其二为在水田进行种植的稻作种植业。 农业生产四大部门(旱作种植业、稻作种植业、
游牧业、养畜业)在不同地域内的不同组合,则构成了不同的农业地域类型。

根据历史时期各地区农业发展的客观史实来看,古代中国在春秋以前主要形成了以下三种

农业地域类型:以旱作种植业为主、以养畜业为辅的、种养结合的旱作农业类型,主要分布于渭

河—黄河中下游流域;以稻作种植业为主、以养畜业为辅的、种养结合的稻作农业类型,主要分

布于长江流域;以游牧业为主的游牧农业类型,主要分布于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 在地域分

布上,旱作农业类型与游牧农业类型彼此相邻,从而产生了“农牧关系冶 ,本文首先分别论述旱

作农业类型与游牧农业类型的概念边界。
(一)旱作农业类型

历史时期形成的旱作农业类型中,种植业和养畜业皆为其必要的组成部分。 从现有的研究

成果和历史资料来看,以粟、黍等为主要对象的种植业和以狗、猪等为主要对象的养畜业在史前

中国北方地区的起源与发展具有同生共长的性质。 两者的起源和发展在时间上具有同步性,在
地域上具有重合性;同时,两者在泛北方地区早期农业类型中具有互补性。

种植业和养畜业的互补性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阐释:其一,从人类在漫长的史前社会中

形成的食物结构来讲,动、植物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两大食物来源。 只有种植业与养畜业相互补

充,才能在农业经济条件下为先民提供完整的食物来源。 其二,种植业一方面为先民提供了稳

定的植物性食物来源,另一方面又为养畜业提供了必要的饲料来源。 古代中国的“六畜冶中,除
狗是杂食动物以外,其余皆以植物为其食物来源。 换言之,以发展养畜业的形式由先民和家养

动物共同利用种植业成果可以使种植业的价值达到最大化。 蔡莲珍和仇士华曾对陶寺出土的

猪骨进行 啄13C 值测定,显示猪的“食谱中 C4植物量较多……这是明显的人工饲养、喂食了小米

或谷糠的缘故冶 [3] 。 表明在对种植业成果粟的利用过程中,先民与其所饲养的猪各取所需,从
而使种植业所能够产生的效用达到最大化。 因此,养畜业以种植业的必要补充而存在,则构成

一种较为完整的农业类型。
综上所述,所谓旱作农业类型是一种以旱作种植业为主、以养畜业为辅的,种养结合且结构

功能较为完整的农业类型。
(二)游牧农业类型

对于历史时期形成的游牧农业类型,学界已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与基本共识。 首先,游牧

农业类型的形成需要建立在一定的旱作农业类型的基础之上。 如王毓瑚便认为,“讲到草原上

的牧民,虽说习惯于以乳肉为主食,但由于生理上的原因,他们仍然需要一定数量的植物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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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冶 [4] ;李根蟠等则通过考古学、文献学、民族学等提供的材料,系统说明了“游牧经济是一种不

完全的经济,它需要从邻近的部落或民族换取部分必需的粮食和手工业品。 畜牧业并不能完全

脱离种植业,游牧部落内部种植业基础薄弱恰恰需要外部的种植业的发展为其必要的补

充冶 [5] 。 其次,马在游牧农业类型的形成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如易华便对中国历史上

的六畜进行考察,认为“马使游牧生活如虎添翼,有了纵横欧亚大陆的可能性……游牧民族横跨

欧亚大草原具有军事上的优势,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马……马是草原游牧生活或游牧民族的

标志冶 [6] ;许倬云也认为,在家马出现之前,“初步的游牧生活,限于人类的体力,不能超越一定

的空间……须在驯养马匹的知识由中亚逐步传入东方草原后东亚方才有了长程移动的游牧,谋
生的能力遂大为增强冶 [7] 。

此外,根据现有考古资料所揭示的情况来看,同样属于游牧农业类型重要组成部分的家养

牛羊在出现时间上要早于家马,虽然家养牛羊在出现以来获得持续性发展却始终与旱作农业类

型相互杂糅,说明游牧农业类型的形成经历了较长的历史时期。
所谓游牧农业类型是一种以游牧业为主,结构功能并不完整的农业类型。 游牧农业类型逐

步与旱作农业类型分离的过程,便是游牧农业类型的形成过程,亦为农牧关系逐步产生与发挥

作用的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鉴于游牧农业类型的形成经历了较长的历史时段,但伴随家养牛

羊在旱作农业类型中出现,从人为照料动物生长的方式来讲,已经有别于养畜业,即超越了旱作

农业类型的概念范畴,同时,家马作为游牧农业类型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尚未出现时,便形成

了一种既区别于旱作农业类型,又有别于游牧农业类型的新农业类型,不妨将这种新的农业类

型命名为非典型游牧农业类型。

二、农牧关系产生的史实陈述:游牧农业类型与旱作农业类型分离的过程

从上文中对旱作农业类型和游牧农业类型进行概念分析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农牧关系产生

的历史进程应当以家养牛羊在旱作农业类型中的出现为其开端。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考古资料

来看,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无论是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还是渭河—黄河中下游流域都呈现

出旱作农业类型的色彩,直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家养牛羊才先后出现于上述两大区域。
关于家养牛羊在中国的起源问题是近年来动物考古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根据目前的研究

结果: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家养牛羊并非中国本土起源,而是由西亚北非地区传入,而家养牛羊

在西亚北非的起源时间则都可追溯至距今 1 万年前后。 其次,中国地区家养牛羊的出现是在公

元前 3000 年前后,并且,在渭河—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出现要比在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稍晚,
即家养牛羊在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的出现在公元前 3000 年以前,而在渭河—黄河中下游流

域的出现则在公元前 3000 年以后。 根据已有的相关研究可以知道,“在距今 5600—5000 年左

右,家养绵羊可能已经引入甘青地区冶 [8] ,同时,“目前可以肯定存在家养黄牛的资料是距今

5400—4700 年师赵村遗址马家窑文化层出土的牛骨冶 [8] ,表明在公元前 3000 年以前,家养牛羊

已经在甘青地区出现。 此外关于家养绵羊在渭河—黄河中下游流域的起源,袁靖等人通过对二

里头、新砦、王城岗、陶寺等四个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认为“时间大致在公

元前 2500 年—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冶 [9] ,并提出了四点极为可信的证据。 而关于家养黄牛的起

源问题,上述袁靖等人的研究则指出,“黄牛作为家养动物(在渭河—黄河中下游流域)起源的

时间至少在公元前 2500 年左右冶 [9] ,并同样提出三点极为可信的证据。 同时,吕鹏根据多条标

准,对中国境内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黄牛的遗存通过多重标准进行探讨,认为 “约公元前

2500—前 2000 年,至少在齐家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分布范围内的某些遗址已经驯化了黄牛,其
分布范围为黄河上、中和下游地区冶 [10] 。 此外,甘肃天水师赵村遗址出土的牛羊遗存经周本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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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鉴定分析,认为在师赵村遗址马家窑文化层中所出现的牛“肯定为当时人们饲养的家畜冶 [11] ,
而在该遗址齐家文化层中出土的羊是家畜,并且是这一时期“新增加的种类冶 [11] ,年代为距今

5400—4700 年。 由上述材料可以推测,家养牛羊在甘青地区的出现要早于渭河—黄河中下游

流域应是事实。 然而,目前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尚无法说明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和西辽河流

域家养牛羊的出现同样要早于渭河—黄河中下游流域。 但是,以家养黄牛的起源为例,蔡大伟

等通过对新疆地区的小河墓地遗址、甘青地区的长宁遗址、西辽河流域的大山前遗址以及中原

地区的陶寺遗址和二里头遗址等五个青铜时代早期的考古遗址中出土的黄牛的线粒体 DNA 进

行鉴定分析,结果显示,在五个遗址中 T4 世系仅在位于西辽河流域的大山前遗址和位于中原地

区的陶寺遗址和二里头遗址中出现,而在位于甘青地区的长宁遗址和位于新疆地区的小河墓地

遗址中却不见 T4 世系;同时,黄牛“世系呈现一定的地理分布特征……T4 是东北亚的特殊类型

……(且)是 T3 的分支,可能是近东黄牛向东扩散的过程中形成的冶 [12] ;并且,在公元前 7500—
前 3000 年间的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和西辽河流域的考古遗址中,都发现了野牛的遗存,即当地存

在独立驯化黄牛的可能性……上述三条材料暗示出中国古代黄牛世系中的 T4 世系很可能独立

起源于北方地区,并在随后进一步传入渭河—黄河中下游流域。 综上所述,家养牛羊是在公元

前 3000 年前后先后出现在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和渭河—黄河中下游流域的。
进一步来讲,在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家养牛羊的出现,逐渐改变着原有旱作农业类型的

性质。 以位于黄河上游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朱开沟遗址为例:从该遗址各期出土的动物骨骼的

量化对比来看,在龙山文化早期家养牛羊已经出现,家养牛(0 . 36)羊(0 . 45)的总体比重已经接

近猪的饲养量(1 . 00 ) ,而在龙山时代晚期,单论家养绵羊的比重(1 . 29 ) 已经超过家猪比重

(1 . 00) ,进入夏商时代,无论是家养绵羊还是家养黄牛的比重都与家猪始终呈现出略多或持平

的迹象 [13] ,表明游牧农业类型的因素持续发展是夏商时期整个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的主体

性历史趋势,然而,与此同时,游牧农业类型的因素却又一直未能真正与旱作农业类型相互分

离,标志着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非典型游牧农业类型的形成。 然而,由于作为游牧农业类型

产生的关键性因素的家马尚未出现,游牧农业类型并未产生,农牧关系尚处于萌芽状态。
家马起源问题是中国农业史、动物考古学关注的重要学术问题,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基本

可以确定中国家马起源应该在晚商西周时期。 袁靖系统考察了考古遗址中出现的马骨遗存和

中国古代的家马阉割技术,比较可信地提出, “至少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家马起源于商代晚

期冶 [14] ,同时,鉴于“新石器时代马与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 而到了商代时期在黄河中下游地

区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家马,这可能和外来文化的传播有关冶 [14] ,本文基本认同袁靖提出的上述

诸观点。 结合分子生物学和考古学目前所取得的相关成果,家马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大量出现之

前,在本文所述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已经出现了家马或至少存在家马起源的可能性。 例如,
在大山前遗址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考古探方中,“出土有 18 块马骨,其中多为马牙,也有马的掌

骨、趾骨等冶 [15] ,蔡大伟对其中 3 个牙骨、1 个蹄骨进行形态学的观察、测量与分子生物学的检

测,结果显示,其一,4 个马骨“与现代家马(骨骼)极为相似冶 ;其二,4 个马骨分布在 2 个家马线

粒体 DNA 谱系之中,其中,3 个属于谱系 A,1 个属于谱系 F。 从而表明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

西辽河流域至少已经存在家马起源的可能性。 再如,在公元前 2000 年—前 1400 年间的甘青地

区,多数遗址出土马骨骼,根据何锟宇的统计,主要有永靖大何庄遗址、秦魏家墓地,武威皇娘娘

台遗址和玉门火烧沟墓地,何锟宇据此进一步认为,这一时期“甘青地区出现的祭祀随葬等文化

现象显示马有可能被初步驯化冶 [16] 。 综上所述,中国家马首先在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出现,
为当地非典型游牧农业类型向典型游牧农业类型的转型提供了契机,也成为农牧关系得以产生

的前提。
然而,在对上述契机的利用方面本文所论述的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内部却出现了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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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间差异。 具体而言:在位于渭河—黄河中下游流域北部的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和西辽河流域

家马的出现与其用于骑乘之间存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差,导致北部地区非典型游牧农业类型在遭

遇晚商西周以来气候干冷化转变的时候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人选择向南迁徙以寻找新的适宜进

行非典型游牧农业类型的地区,另一部分人则开始缓慢地向游牧农业类型转型,这一转型过程,
经历了较长的历史时期,大体上直到春秋战国时才得以初步形成;在位于渭河—黄河中下游流

域西部的甘青地区,家马开始用于骑乘促成了西部地区非典型游牧农业类型在遭遇上述气候干

冷化转变的时候出现了向游牧农业类型的转型。 根据王明柯对考古学文化的观察,在鄂尔多斯

及其邻近地区即本文所述之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公元前 2000 年之后当地出现了一批“失踪的人

群冶 ,仅仅保留了朱开沟文化的居民继续在当地生活,但公元前 1400 年左右,晋陕北部山地出现

了一些“武装化的混合经济人群:他们的出现他们的文化特质,也能解释鄂尔多斯附近居民的消

失冶 [17] ,意即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非典型游牧族群在生态环境的压力之下迁移到了山陕北部地

区继续经营其原有的农业类型,其中以李家崖文化为其代表。 同时,在西辽河流域,夏家店下层

文化时已然形成了非典型游牧农业类型,但这一文化在其中晚期逐渐被当地魏营子文化所取代

的同时,在燕山以南地区出现了所谓“夏家店下层文化燕南类型冶 ,已有相关研究指出,上述燕

南类型“早期地层中所出的筒形鬲与燕北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中期的器物形制相接近,因此它

们的年代应当相近……晚期因有二里岗上层陶鬲伴出,因此其年代应相当于郑州二里岗上层或

略晚,相当于中原地区商代晚期冶 [18] ,而燕山南部夏家店下层文化因素的出现则显示出西辽河

流域曾有过向燕山以南地区进行移民迁徙的史实。
然而,位于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同一时期在考古学文化上并未出现“断层冶的现象,在齐家

文化之后的辛店、卡约文化时期甘青地区河湟地带已经开始向游牧农业类型转型,家马的使用

在这一时期已有一定程度的推广。 与此大体同时,辛店文化的西向发展和寺洼文化的东向迁播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非典型游牧农业类型在甘青地区的分化,具体而言,越向西部游牧农业类

型的色彩越浓重;越向东部则非典型游牧农业类型的色彩越突出。 意即在晚商时期,从甘青地

区直到关中地区,在农业类型方面,游牧农业、非典型游牧农业、旱作农业从西向东依次排布,三
种农业类型之间虽然在地域上相互联接,但在经济形态上的差异性却开始逐步凸显。 与此同

时,关中地区商文化、先周文化与其他考古学文化在商代经历了一系列消长,具体而言,“在商代

的关中地区西部,这里与商文化相邻的考古学文化,除了以武功郑家坡遗址为代表的周人的考

古学文化———先周文化,只剩下以扶风刘家墓葬为代表的刘家文化一支了……殷墟一、二期即

殷墟卜辞的一至三期,刘家文化分布于关中西部的扶风、眉县南北一线以西和岐山以北的广大

地区,与商文化呈直接对峙态势……殷墟三期偏早之时,这里又成为刘家文化的势力范围……
可见,这一带是商王朝与刘家文化族群争夺的战场……刘家文化族群才是与商王朝角逐关中地

区的本土主导力量。 直到殷墟三期以后,先周文化的地位才日渐显现,向东扩展到原商文化分

布区,向西、向北扩展到原刘家文化分布区,而刘家文化则逐渐融合于先周文化之中。冶 [19] 由上

所述可知,先周文化即先周族对关中地区的农业开发是造成前文甘青地区与关中地区之间农业

类型上差异性凸显的重要因素。
综合前文所述,伴随家马的出现和公元前 2000 年以来气候的干冷化转变,渭河—黄河中下

游流域和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在农业类型上的差异逐渐明晰。 并且,后者在区域内部存在一

些微观的差异,即甘青地区表现为在家马产生并初步用于骑乘的条件下开始了非典型游牧农业

类型向典型游牧农业类型的转型,内蒙古中南部、西辽河流域虽出现家马产生的萌芽,但却由于

家马骑乘并未立即出现而导致了非典型游牧族群的分化。 援引对亚洲草原民族研究具有权威

地位的国外学者们的观点,“公元前 4 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业与骑

马民族兴起的标志冶 [20] 。 那么,从晚商时期家马的出现开始,历经整个西周王朝与春秋时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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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战国时期的一部分时段,则是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农牧关系从开始形成到最终确立的

时期。

三、文明早期发展与“中国冶边界:农牧关系的历史影响

晚商西周春秋时期农牧关系在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与渭河—黄河中下游流域之间的逐

步形成,对古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极大影响。 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讨论:
其一,基于不同的农业类型而形成了不同的族群,族群之间相互冲突与彼此交融,促成了中

华文明的早期发展。
古代中国对于华夏与蛮夷戎狄之间的划分,往往以基于不同的农业类型而产生的生活习俗

为其标准。 如《礼记·王制》则讲,“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 东方曰夷,被
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 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 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

矣。 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冶 [21] 戎狄“衣皮冶 “衣羽毛冶 “不粒食冶等即为从事游

牧农业的表现,乳肉为食,以动物皮毛为衣自然是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 由此而言,晚商时期黄

河上游—西辽河流域非典型游牧农业族群的分化、转型是造成西北方“戎狄冶兴起的重要原因

之一。
伴随农牧关系在晚商以来的逐步形成,如何处理与西北方地区戎狄族群的关系成为商周王

朝面临的重要问题。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对外战争中得到印证。 从用兵方向

和战争对象来讲,夏王朝对南方苗蛮的打击和对东方夷人的控制,这一点商王朝在其前期同样

加以延续,仅仅增加了对晋南和关中地区的控制。 但在晚商武丁中兴时期及以后,商王朝则呈

现出四面出击的色彩:首先,武丁进行了振兴王朝的对外战争,其“重点一是殷都以东的山东、河
南接界地区,一是殷都以西的晋南地区冶 [22] ;同时,武丁还进行了对多方的战争以拓疆南土,又
进行了抵御畜牧族内侵的战争以保卫西、北边境;此后,商代后期还进行了对羌人、对西北方国

的征伐;最后在商王帝乙、帝辛时期更是四面出兵,导致商王朝在穷兵黩武中灭亡。 基于上述陈

述,夏商王朝对于东、南部蛮夷的战争始终持续,并带有极强的攻伐性,而晚商以来,才出现了对

西、北方向的用兵,且带有一定的防御性。 西周王朝同样延续了晚商以来对外战争的特征。
然而,以战争为形式的冲突并非商周王朝对待戎狄族群的唯一方式,和平交融也是商周王

朝对待戎狄族群的重要策略,且商周王朝对上述两种策略的取舍有所不同。 具体而言,商王朝

在对待戎狄族群时以战为主;而周王朝则更多地以和为主。 周人在先周时期有着“窜于戎狄之

间冶的经历,又有过“贬戎狄之俗冶的政治策略,因此,比商人更谙熟于如何对待戎狄族群。 从黄

河上游—西辽河流域进入山陕北部、燕山以南的戎狄族群,大多是以非典型游牧农业类型为其

经济基础的族群,从农业类型上来讲,是一种介于游牧农业和旱作农业之间的过度形态,因此非

典型游牧族群与旱作农业族群之间存在更多的相互交融的可能性。 旱作农业类型以舍饲为主、
近地放养为辅的养畜业形式接纳了作为游牧农业因素的牛,在传统农业时代更为种植业提供了

农用动力。 关于周王朝对戎狄族群的和平交融,可以以周初分封的晋国为例加以说明:从建国

初期直到春秋时期,晋国都延续了其“和戎狄冶的政策,如《左传·定公四年》记载的叔虞封唐时

所采用的“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冶的策略,再如春秋时期“惠公赐姜戎氏南鄙之田,襄公与姜戎协

力败秦师于殽冶 [23] 的历史史实都说明了西周春秋时期与戎狄族群的和平交融。 此外,春秋时期

尚有“戎狄错居中国冶的现象存在,也说明西周春秋时期与戎狄族群的交融。
综上所述,晚商以来伴随农牧关系的形成,中原王朝与戎狄的界线开始明晰,商周王朝在与

处理与戎狄关系的过程中,既可以在战争中加强王权,又可以在与戎狄交融的过程中充实旱作

农业类型,提升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扩大政治统治的基础,还可以丰富管理体制与政策手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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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
其二,以位于渭河—黄河中下游流域的旱作农区为基础,“中国冶的概念在商周之际得以产

生,可作为广域王权国家在周王朝时期进一步发展的标志之一,亦为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重要

表现。
关于“中国冶一词的起源与所指范围的演变,学界已多有论述。 如胡厚宣考证甲骨卜辞中的

记载,认为“ ‘商爷 之称‘中商爷 者,当即后世‘中国爷 称为之起源也……商之可称‘中商爷 、‘商

方爷 ,又可称‘中商方爷及‘中方爷 ,则其必为周代以来中国之意盖昭然明矣冶 [24] 。 又如于省吾也

以为,“中国冶一词的名称“起源于武王时期是没有疑问的冶 ,但同时其来源又可以追溯到更早的

商王朝时期。[25] 此外,王国维在其所著《说商》 ,田倩君在其《 “中国冶与“华夏冶称谓之寻原》中,
皆有大体相近的结论。 概言之,则“中国冶一词,源于殷商而确定形成于周武王时期。 然对“中

国冶一词所指的范围,却随时代变迁而各有不同与不断扩大。 但无论“中国冶一词地理边界究竟

实指多大,其中“中冶的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即中间之“中冶 ,相对于四方而言。
对于“中冶的重视是三代王朝以来形成的重要建国理念之一。 如《吕氏春秋·慎势》便有记

载,“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冶 。 在近年来的出土新材

料中,也体现出周人对“中冶的重视,在《清华简·保训》中所揭示的周文王遗言中,“文王对太子

发讲了两 件 上 古 的 史 事 传 说,用 这 两 种 事 实 说 明 他 要 求 太 子 遵 行 的 一 个 思 想 观 念———
‘中爷 冶 [26] ,便说明了这一点,同时,这一遗言或为《何尊》铭文中所记载“余其宅兹中国,自薛其

民冶事件的动因之一。 《何尊》所谓“中国冶一词,当为现今最早的关于“中国冶的文献实录,而这

里“宅兹中国冶的具体表现则为周公营建成周洛邑。 倘从洛邑所处的空间位置来看,正好处于

上文中所论述的渭河—黄河中下游流域这一广大旱作农区的中央。 此外,若从周初分封诸侯的

大致情况来看周王朝实际控制的疆域,则其政治统治的核心区域同样与渭河—黄河中下游流域

的空间范围基本一致。 由上所述,则大致可以认为,以渭河—黄河中下游流域为核心的广大旱

作农区正是周人寻找天下之中的地理基础,进一步而言,历史早期的“中国冶边界则与晚商以来

所形成的旱作农区基本相合。 此外,“中国冶之“中冶是相对于四方而言,那么,四方的形成则是

“中国冶一词得以产生的必要条件。 根据前文所述,晚商以前,以农业类型的差异而有所区别的

戎狄并未形成,即整个渭河—黄河中下游流域与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在农业类型上基本一

致,仅保留了在公元前 2000 年前后形成的华夏、东夷与南蛮在古代中国地域范围内三足鼎立的

格局,即华夏居于北方,经营旱作农业类型;东夷居东方,经营稻旱混作农业类型;南蛮居南方,
经营稻作农业类型。[27] 在华夏与东夷南蛮三者之间似无法寻找四方之中,只有戎狄族群在西北

两个方位上兴起之后,并在产业类型、文化形态等诸方面异于“华夏冶之时,即四方蛮夷戎狄与

华夏的皆界限明晰化之后,“中国冶一词的出现才具备了其必要条件。 换言之,农牧关系在晚商

以来的逐步形成使得基于不同的农业类型而产生的西戎北狄和东夷南蛮在地理空间上环伺整

个旱作农业区,才促成了历史早期“中国冶概念的形成。 从这一点来看,周人营建成周洛邑以

“宅兹中国冶的举动既是其统治核心区域的渭河—黄河中下游流域的中心位置,亦体现了华夏族

在四方蛮夷戎狄中的中心地位,这些也符合“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冶的建国原则。
此外,伴随聚落形态考古在早期文明研究领域的引入与发展,“广域王权国家冶的形成被看

作是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许宏等人认为,二里头时代便是中国广域王权国家形成的具体

年代 [28] 。 这里的广域王权国家由两个必要因素构成:其一为广域;其二为王权。 若将更早的历

史时期里形成的“华夏冶一词与商周之际形成的“中国冶一词纳入这一理论框架之下进行讨论:
“华夏冶是一个具有血缘族群色彩的表达,而“中国冶的成为则带有明显的地缘地理色彩。 换言

之,以“华夏冶为首,其他族群为辅的形式所构筑的王权,虽然可以在地理边界上突破多个地理

单元以满足“广域冶的要求,但这种以血缘族群为纽带而构建起来的广域王权具有一定的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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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 所以,有学者便指出,“甲骨文所揭示的商的政治关系网络都有点随意性、偶然性冶 ,而
且,甲骨文材料还揭示出,“第 21 位商王武丁的妻子,至少有 64 位,她们大都以‘女爷字旁与地

名合成一个字命名……可以合理地猜测,这些地方的首领都曾将本地女子婚配给商冶 [29] ,也表

明殷商王朝的王权确乎要籍血缘族群为纽带加以维系。 然而,商周之际“中国冶一词一经产生,
即在西周春秋时期迅速扩展着自身所指范围的边界,或与其所带有的地缘政治色彩有关。 周王

朝在取代殷商之后,因着殷商王朝已经存在的小宗宗法,建立大宗宗法,即王国维所讲的“殷唯

有小宗,而周立大宗冶 [30] ,从而维护与加强了既有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构建的王权,同时,又
以分封制与其互为表里,建立了一种有别于夏商时期邦联式统一的大一统模式———分封制统

一 [31 ] ,从而对“广域王权国家冶的“广域冶有了一种相较于夏商时代更为明确的边界范围,而对

这一突破了单一以血缘氏族为纽带,展现出地缘政治色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描述,“中国冶一词

有着先天的便利性。 如果说“宅兹中国冶的“中国冶一词,仅仅特指成周洛邑,至多引申为京师、
王都等,那么,春秋时期的“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冶的“中国冶 ,不仅带有非常明显的地理

含义,指整个周王朝所控制位于渭河—黄河中下游流域的旱作农区,同时还带有了比较显著的

政治文化含义,即政治上的重要性和排他性与文化上的优越性。 因此,“中国冶一词在西周春秋

时期获得自身意义的扩展即表明历史早期的广域王权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亦为文明早期发展的

标志之一。 同时,“中国冶一词的边界既将整个渭河—黄河中下游流域涵盖在内,亦表明旱作农

业区在晚商西周春秋时期进入整体性发展的新阶段,相比于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在这一时期

各区域分别向游牧农业类型的转型、分化所表现出的区域性发展,亦具有一定的优势。
综上所述,晚商西周春秋时期农牧关系的形成为“中国冶一词的产生提供了条件,这一带有地缘

政治色彩的称谓体现了历史早期广域王权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是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标志之一。

四、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农牧关系的产生萌发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形成于晚商时期,此后历经西周春秋时期的

发展历程,至战国时期得以最终产生。 在农牧关系逐步产生的过程中,四方蛮夷戎狄与中原王

朝之间在农业经济类型、生活方式、文化形态等诸多方面的差异性逐步凸显,相互之间的界限逐

渐明晰化。 位于渭河—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中国早期文明国家在与戎狄冲突融合的过程中,促成

了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即农牧关系对文明早期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农牧关系的形成

也为商周之际“中国冶一词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亦为早期广域王权国家突破单一的血缘氏

族纽带而将地缘政治因素纳入其维护因素,在明确疆域与加强王权方面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可以看出,以晚商为界,无论是从早期文明发展方面,还是在农业经济结构的演进与农业类

型的发展方面,抑或是在制度、文化、观念等诸多领域,以及民族关系、历史发展格局等方面,晚
商西周时期与之前的时代都产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动。 正如王国维所讲,“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

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冶 [30]

郭静云在《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中,列举十项对比材料以证明早中商与晚商之间的

差异性,认为“殷墟的文化内涵、族群成分、社会性质、国家结构、祭礼体系、信仰的综合体,其特

征与所谓的‘早中商爷时代皆有不同,也应以不同的历史阶段视之。 若‘早中商爷 文化被称作

‘商爷 ,而‘晚商爷被命名为‘殷爷 ,则‘商爷是‘殷爷文明的主要基础及成分之一,却非同一个王朝的

历史,也不能视为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冶 [32] 。 本文无意于表达对郭氏具体观点的认同与

否,但以本文所描述的农牧关系在晚商以来的开始形成而言,从夏、早中商到晚商的历史变革,
表明重视早中商与晚商之间的差异性,以及对晚商西周王朝作整体性分析,或为一个很有必要

引起学界重视的问题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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